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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是国家权力的空间或者地域的分割

和配置，包括地域范围、等级层次及行政中心的划

分等［1］。除非疆域特别狭小，任何一个国家（或政

权实体）都要划分疆域、建制政区［2］。在研究政区

变迁史的基本规律时，除了以政区层级、幅员与边

界三方面作为基本脉络外，还应对政区形态进行分

析，强调政治过程在行政区划变迁中的作用，注意

行政区划与自然环境及人文现象之间的关系［3］。

广义的政区形态包括政区的区位、政区的规模和政

区的形状；狭义的政区形态指政区形状，是由政区

界线的长度、走向及闭合形状要素所构成，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政区面积大小和形态结构特征，是政区

划分的依据之一［4］。适当的行政区划有利于要素

的优化配置和经济的长远发展，政区的形态直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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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1954, 1985 and 2015 county-level administrative data, by constructing GIS spatial database, we

studied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at the county level in China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rough taking the methods of spati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t is continuously extending in the grassroots

administrative zones in China, the radius expansion at about 10 km. The radius of the County is longer than the Municipal

districts’, and they are longer than the County-level cities. The administrative zones are bigger at the county level in the

western region of China. The administrative zones radius at the county level presents obvious gradually increases from

north to south and from east to west trend. The number of the high compactness and low degree of compact

administrative zones are less. They are influenced by mountains and rivers trend obviously. Most political eccentricity at

the county level is low, the administrative centre is close from the center of geometry. More north than the south of the

county administrative zones is irregular. The Hu Huanyong line on both sides of the political fragmentation exists obvious

difference at the county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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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城市形态及城市内部各组成部分的合理布局，若

行政区范围过大，会造成“小马拉大车”的局面，而

行政区范围过小，则会阻碍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

的发挥。县是中央政府直接任命长官的基层政区，

划定县的幅员是确定其他层次政区幅员的基础［3］。

不同于统县政区和高层政区，两千多年间，县制的

数量和内涵高度稳定，但目前我国涉及行政区划和

行政层级的改革实践主要集中在县、镇两级［5］，因

此研究县级行政区划的形态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

和实践意义。

关于行政区划的研究，西方多是从国土整治开

发的角度对城市型政区进行分析，国外城市型政区

主要是狭域型的，城市没有行政等级之分，不论面

积、人口多少，享有的行政权限基本相同、行政机构

设置基本一致［6］。中心地理论认为，行政中心应尽

可能靠近政区的几何中心，同时一个行政区内应尽

可能使行政中心和经济中心相一致。Euler认为美

国早期开发的东北部、中西部和南部州内的县域面

积大致在400~700平方英里，这个面积就是为了保

证县内居民能在当时马车条件下，当日往返于县治

之间［7］。Porter认为美国县的最大长度一般不超过

50英里，如果超过此数，就难以聘到愿行长途的官

员，这是小县存在的另一个原因［8］。殖民地时期美

国的县呈不规则形状，边界蜿蜒曲折，但对形状也

有一个基本要求，如弗州曾要求县的长度不要超过

宽度的 3倍［8］，而建国后新设县制的突出特点是形

状规则，多为矩形，边界整齐划一，有利于行政方

便［9］。美国的县治普遍比较接近地理中心，其接近

程度有由东部向西部递减的趋势且存在一定的空

间集聚，行政中心尽量靠近地理中心、人口中心以

及交通区位优越的位置［10］。国外城市型政区管辖

幅度较小，二战后，日本［11-12］、德国［13-14］、韩国［15-16］等

国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基本行政单位合并，扩大基层

政区规模，而加拿大等西方国家主要是对基层政区

进行优化，合并小的政区，将大的基层行政区划小，

使地方政府能更好提供公共服务［17-18］。国内关于

县级政区形态的研究较少，秦汉时定下一个基本原

则，“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汉书·

百官公卿表》），即以百里见方的面积作为县的幅员

的基数，再以居民的数量作调节。历代县的数目与

幅员变化是不大的，这表明作为基层政区的县，其

幅员大小是以行政管理的有效程度来确定的，其劝

课农桑和收租征赋的施政范围是不宜朝令夕改的，

这就是县级政区数目与幅员相对比较稳定的基本

原因［3］。东汉仲长统《昌言》载：“制国以分人，立政

以分事，人远则难绥，事总则难了。今远州之县，或

相去数百千里，虽多山陵洿泽，犹有可居人种谷者

焉。当更制其境界，使远者不过两百里。”可见仲长

统认为边远之县虽然可耕地不足，人口较稀，但也

不能一味划得过大［19］。在确定边界时，主要采取山

川形变和犬牙相入两条相互对立的划界原则。侯

景新认为就单个行政区域而言，圆形是最优形态，

它使中心点区位（位于几何中心的行政中心城市）

向四边的通达性最佳，缩短管理距离，从而大大提

高了行政管理效率［4］。孙学玉认为政治经济体制

改革的实质是实现垂直权力的有效配置，而垂直权

力调整的重点也自然落于县制，当把县作为底层架

构基础时，就必须使每个县有合理的权力空间和区

域大小，确定上有多少层级，下有多大幅度，使县级

并不因层级多而处处掣肘，也不因幅度过大而失去

控制［20］。金淑婷发现中国县级行政区重心变化在

封建社会主要以向西移动为主，封建社会以后开始

向东移动［21］。

通过以上文献梳理可以看出，国外在美国县制

的研究方面较多，国内主要集中在历史地理方面的

论述，当前关于城市形态方面的研究较多，而关于

政区形态的研究较少，且多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

分析相对较少；我国当代行政区划理论研究相对滞

后于行政区划实践进程，大多集中于专项问题的对

策探讨，基础研究尚显薄弱；行政区划应该是政治

学、地理学和历史学共同感兴趣的综合的交叉研

究，但实际上，行政区划的研究却始终处于三不管

的处境，至多是过去作为历史学的附庸，单纯地进

行政区沿革考证［3］，难以为日渐增加的实践需求提

供有效指导。基于此，本研究采用紧凑度、偏心度

和破碎度等方法对县级政区形态特征进行研究，包

括县（自治县）、县级市和市辖区，总结县级政区的

形态特征，并分析其变动趋势，为县制改革提供

借鉴。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紧凑度（DCI）是反映城市空间形态的重要概

念，在紧凑城市概念诞生之前，Richardson等就根据

城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证明圆形是城市建设最高

效的外部空间形态［22］。具体公式如下：

DCI = 2 πA P （1）
式中：DCI指城市的紧凑度；A指城市面积；P指城市

轮廓周长。DCI值越大，其形状越有紧凑性；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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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状的紧凑性越差。圆是一种形状最紧凑的图形，

紧凑度为1；形状越狭长，其值就越趋近于0。
偏心度（DEI）反映行政中心与行政区质心的偏

离程度，采用行政中心距质心的距离与其外接圆半

径之比来表示。偏心度越大，行政中心就越偏离质

心，受行政边界的影响就越明显。

DEI = Dc R （2）
式中：Dc表示行政中心距质心的距离；R为行政区的

外接圆半径。偏心度越接近 1，表明县级行政中心

就越靠近边界；偏心度越接近0，表明县级行政中心

就越接近近几何中心。

破碎度（D）用于描述城市边界的复杂特征，主

要包括网格维数、半径维数和边界维数等，本研究

采用边界维数，通过格子计数法来衡量政区形态的

分形特征［23］。具体公式为：

lnN(r) =C +D lnM(r)1/2 （3）
式中：D为城市分形维数；r为格网长度；N(r) 为覆

盖城市边界线的格网数目；M(r)为覆盖图形区域的

格网数目。分形维越高，破碎程度越大。

本研究以县级行政区划为研究对象，基础地理

数据来源于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www.
geodata.cn）提供的不同年份县级行政区划图，并结

合有关区划调整状况进行适当修正，以获取研究所

需的数据；有关行政区划调整的数据，主要依据国

家民政部网站（www.mca.gov.cn）、行政区划网（www.
xzqh.org）；流域区、河流与DEM数据来源于中国科

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www.resdc.cn）；人口

和经济相关数据则来自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和各地统计年鉴。本研究所指的县包括自治县等，

具体研究区域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

2 县级政区的空间形态及其时空演变

权力关系必须发生在一个特定的结构中，权力

运作的制度结构是决定运行是否有效的客观基

础［20］，层级结构主要包括地域划分和各层级政府管

理权限两方面［24］，而县级政区几何半径是衡量县级

政区行政幅度的重要指标。因此，本研究对 1954、
1985、2015年间的中国县级政区几何半径变化进行

分析，具体包括县、县级市和市辖区半径的时空差

异（图1~图3）。
与日本、德国等国的做法相似，1954—2015年

间，我国的基层政区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特别是在

1985—2015年间，基层政区的扩张幅度最为明显。

具体来看（图1），县的数量在1954—1985年间略有

下降，降幅为 16.3%，而在 1985—2015年间出现明

显下降，降幅为26.1%；前30年间，县的半径变化幅

度较大，县半径峰值从35 km降为25 km，即直径在

50~70 km区间变动，这也证实了我国传统的“县大

率方百里”的划定原则；1985年前，县的规模变化比

数量变化明显，半径在250 km以上的巨型县基本消

失，县级政区普遍存在着小型化的趋势，而1985年
以来，县半径变化不明显，县的数量变化要比规模

变化更为突出。就县级市而言，1985年比 1954年

增加 69个，增幅为 77.5%，2015年比 1985年增加

203个，增幅为128.5%；1954年时，县级市半径多集

中在 12 km左右，新增的县级市半径多在 22 km左

图1 县级政区几何半径的时间演化

Fig.1 The time evolution of the county-level administrative geometry radius

图2 县级政区几何半径的空间差异

Fig.2 The space difference of the county-level administrative geometry rad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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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与县半径变化幅度相似，县级市半径变动幅度

也多为 10 km，但县级市在 1954—1985年间的半径

变化就已经较为明显，属于持续变化的类型。就市

辖区而言，1985年比 1954年增加 150个，增幅为

31.8%，2015 年比 1985 年增加 302 个，增幅为

48.6%；与 1954年相比，1985年市辖区数量的变动

比半径的变动更明显，市辖区半径多集中在 20 km
左右，并出现了半径在 50 km以上的大型市辖区；

2015年时，市辖区半径核密度曲线出现明显右移，

市辖区半径主要集中在以 32 km为峰值的 20~40
km区间内，与 1985年相比，市辖区半径增幅多在

12 km左右。总体而言，县级政区半径存在着由建

国初的县半径＞市辖区半径＞县级市半径逐步转

向近年来的市辖区半径＞县级市半径＞县半径的

规律，其中市辖区半径的增速最快，且空间差异相

对较小。

就县级政区的几何半径而言，不同类型政区的

空间差异也较为明显，2015年时，除市辖区外，县级

政区半径普遍存在着西部＞中部＞东部的现象（见

图 2），即西部地区的县级政区规模更大。具体来

看，就县建制而言，西部地区多在 27 km左右，且半

径在100 km以上的县也多集中在西部地区，中部地

区多集中在25 km左右，东部多为20 km左右，即普

遍存在着西部地区的县面积约为东部地区的1.8倍
左右；中东部地区县的核密度峰值要明显高于西部

地区，表明西部地区县的数量相对较少。就县级市

而言，与县半径相似，同样存在着政区半径西部

（28 km）＞中部（25 km）＞东部（22 km）的现象；与

其他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的政区半径差异较大，与

西部相差7 km，即西部地区的县级市面积约为东部

的 1.6倍左右；东部地区的县级市数量要明显多于

中西部地区，2015年时，中部地区的县级市核密度

峰值仅略高于西部地区，表明中西部地区县级市数

量规模相差较小。就市辖区而言，东中西空间差异

相对较小，核密度峰值均为30 km左右，中部地区的

市辖区半径差异相对较大，存在着半径在100 km以

上的巨型市辖区。

从主要交通经济带沿线来看（图 3），县级政区

半径存在着明显的由北向南和由东向西逐渐增大

的趋势。具体来看，京广铁路沿线以中线为界，可

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县级政区数量更密集，政区

半径多集中在 30 km以下；南部地区县级政区半径

波动较大，半径多在 30 km以上。陇海—兰新铁路

沿线由东向西县级政区半径逐渐增大，且增幅较

大，约可等分为三部分，东段县级政区半径多集中

在40 km以下，中段多集中在60 km上下，西段多为

60 km以上；西段存在着半径在100 km以上的巨型

县级政区，到沿国界附近，县级政区半径又开始下

降，降至 80 km左右上下波动。长江沿线县级政区

分布较密集，也存在着由东向西县级政区半径逐渐

增大的趋势，但增幅相对较平稳；中下游县级政区

半径多在50 km以下，中上游县级政区半径多在60

图3 主要交通线上的县级政区几何半径差异

Fig.3 The space difference of the county-level administrative geometry radius on the main traffic line



km以上。沪昆铁路沿线县级政区半径波动幅度相

对较小，多集中在 25~40 km的区间内，存在着小幅

波动上升的态势。

3 县级政区形态的空间分异特征

3.1 县级政区形态的紧凑度

采用公式（1）对 2015年间县级政区的紧凑度

指数进行了测度，并通过自然断点法将结果分为五

个等级，包括低紧凑地区、较低紧凑度地区、中等紧

凑度地区、较高紧凑度地区和高紧凑度地区。基于

县级政区紧凑度的综合测度结果，对其进行局部自

相关分析和热点分析，并将分析结果与我国九大流

域区进行叠加，进而分析县级政区的紧凑度特征

（图4）。
由图 4可以看出，我国县级政区以较低紧凑度

政区、中紧凑度政区和较高紧凑度政区为主。高紧

凑度政区和低紧凑度政区分布较少，其中高紧凑度

政区分布较为分散，存在着南方大于北方的现象，

大部分位于地势低平的平原地区；低紧凑度政区则

主要分布在东北、西部地区、沿江沿黄地区和部分

省界地区。具体来看，东北地区主要分布在北部和

西部地区，多处在大兴安岭、长白山地区，这与山脉

走势有关，县级政区多沿山谷狭长设置，如绥棱

县。西部地区主要集中在河西走廊和天山地区，河

西走廊地区县级政区呈西北—东南狭长设置，如祁

连县；天山地区县级政区设置南北两侧有较大差

异，天山北部呈南北狭长型设置，如昌吉市；天山南

部由于降水较少，缺乏线状水系发育，县级政区面

积较大，总体沿山势而设，如和静县；此外，青藏高

原地区也有较多低紧凑度县，多分布在高原边缘地

区，政区走向包括南北走向型（策勒县）、东西走向

型（曲麻莱县）、西北东南走向型（班戈县）和东北西

南走向型（米林县），以西北东南走向型数量最多。

沿江沿黄地区主要是集中在长江、黄河沿线地区，

县级政区走向与河流走向较为一致，县和县之间往

往是以河为界，南方地区分布相对较多，如长江下

游的靖江市和江阴市，黄河下游的利津县和垦利

县。省界地区多为自然条件复杂，人口分布相对较

少的地区，县级政区设置的影响因素更为复杂，因

此出现了较多的低紧凑度政区，如全南县、连山县

的设置。

通过局部自相关分析发现，存在明显自相关的

地区主要集中在东北、西北和沿海地区，内陆地区

仅淮河流域的紧凑度自相关性较显著（图４）。其

中东北和西北地区呈现明显的低低集聚型（LL型），

河北沿海地区的低低集聚状况也较明显，表明这些

地区县级政区紧凑度明显较低，县设置之初受自然

条件影响较大，经济中心的集聚效应相对较弱。高

低型（HL型）主要位于东北和河北东部地区，数量

相对较少，政区面积多小于LL型政区，多数为县建

制，也包括部分市辖区，这些县级政区紧凑度相对

较高，有利于自身发展和辐射周边地区。高高型

（HH型）政区分布较为分散，主要集中在淮河流域、

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以淮河流域分布最为集中，

这些县多处于平原地区，农业发展基础较好，高紧

凑度的政区设置更有利于传统生产生活活动的开

展。低高型（LH型）政区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

角地区，以县级市和市辖区为主，此外，珠三角和中

部部分地区仍有少数县的存在，这些县级政区多为

自身紧凑度较低，但与紧凑度较高的政区相邻，更

有利于接受周边对其的辐射带动作用。从热点分

析结果来看（图4），存在着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热

图4 县级政区形态的紧凑度及其空间差异

Fig.4 The compactness and spatial difference of the county-level administrative area sh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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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地区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淮河流域地

区，其中珠三角地区又主要分布在珠江流域区，可

见河流对县级政区形态的重要影响；冷点地区主要

集中在东北、河北沿海、西北沿边和青藏高原东侧

地区，受地形等因素的影响较为明显。

3.2 县级政区形态的偏心度

与紧凑度相似，采用公式（2）对县级政区空间

形态的偏心度进行测度，依据得分状况，将其分为

低偏心型、较低偏心型、中等偏心型、较高偏心型和

高偏心型五个级别。同时将其与我国九大流域区

进行叠加，基于局部自相关分析和热点分析，总结

并归纳2015年我国县级政区的偏心度特征（图5）。
我国多数县级政区处在中等偏心度及以下水

平，偏心度低于0.4，表明多数县级政区的行政中心

距几何中心较近，符合中心地理论的要求。高偏心

度政区主要集中在省界地区和河流沿岸地区，这些

地区受自然因素等的影响，政区形态多呈狭长状，

紧凑度较低，而行政中心多集中分布在河流沿岸或

地势平坦的地区，进而导致几何中心和行政中心的

偏离较大的问题，如广西北流市和广东化州市的设

置；低偏心度政区主要分布在地势较平坦的平原地

区，分布范围比较广泛；总体来看，长江沿线的县级

政区偏心度普遍较高，多为较高偏心度和高偏心度

水平，北方县级政区的偏心度要低于南方地区。通

过对县级政区偏心度的局部自相关分析可以看出，

高高（HH）集聚型和低高（LH）集聚型主要分布在沿

江地区和西部地区，两者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相似

性，低低（LL）集聚型和高低（HL）集聚型主要分布

在福建、广东和山东西南部地区；沿江和西部部分

地区偏心度较高多与其政区形态不紧凑有关，再加

上县级行政中心多集中在河流沿岸、河谷及平原地

区，就导致了这些地区偏心度较大的状况；广东、福

建的县级政区偏心度相对较小，这与其独特的丘陵

地形有关，历史上与外界的经济联系相对有限，多

数地区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以县城为中心的生活

圈。热点分析结果与局部自相关相似，热点地区主

图5 县级政区形态的偏心度及其空间差异

Fig.5 The eccentricity and spatial difference of the county-level administrative area shape

图6 县级政区形态的破碎度及其空间差异

Fig.6 The fragmentation and spatial difference of the county-level administrative area shape



要集中在沿江地区、西北部分地区和青藏高原南部

地区，多为河谷或河流沿岸地区，受河流的影响较

大；冷点地区主要集中在福建、广东和山东半岛，受

丘陵地形影响较明显。

3.3 县级政区形态的破碎度

基于ArcGIS地理信息平台和 Stata等计量分析

软件，采用公式（3）对县级政区形态的破碎度进行

测度，共构建了 7种不同尺度的格网（尺度下限为

1 km×1 km），借助 Stata中的 forvalues循环工具对

2 000多个县级政区进行回归分析，分别得到了各

县级政区的分维指数，即破碎度指数。并结合局部

自相关和热点分析，对得到的破碎度指数进行进一

步分析，总结其存在的内在特征（图6）。
从图 6可以看出，县级政区破碎度指数较高的

地区主要位于华北平原，北方比南方的县级政区更

加不规则，从全国来看，胡焕庸线两侧的县级政区

破碎度存在明显差别，胡焕庸线以东破碎度指数明

显高于胡焕庸线以西的县级政区。此外，四川中东

部地区的县级政区破碎度要明显高于川西高原地

区，这表明破碎度指数与地形等因素存在着密切的

联系。通过局部自相关分析可知（图 6），2015年县

级政区破碎度指数主要以高高（HH）集聚型和低低

（LL）集聚型为主，高高（HH）集聚型主要分布在华

北平原地区，低低（LL）集聚型主要分布在西部地

区、东北西部和珠三角部分地区；低高（LH）集聚型

相对较少，主要分布在高高（HH）集聚型周边地

区。热点分析的结果与局部自相关分析相似，热点

区域扩展至包括四川盆地、长江中游、关中平原等

在内的广大地区，冷点地区则覆盖了广大西部地

区、珠江流域片区、东南诸河片区和东北大部分地

区。这或许是与南方多为山川河湖密集的地区，县

级政区受自然环境制约较为明显，政区边界走向相

对规则有关，而北方由于开发时间相对较长，县级

政区面积相对较小，政区边界的划定的影响因素较

复杂，进而形成了政区边界破碎、形状不规则的

特点。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运用紧凑度等分析方法，研究了建国以

来我国县级行政区划的形态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得

出如下结论：

在政区形态方面，1954年以来，我国基层政区

规模在不断扩大，县级政区半径扩张幅度在 10 km
左右范围，县级政区半径多为 25~35 km，符合我国

传统的“县大率方百里”的划定原则；县级政区半径

存在着由建国初的县半径＞市辖区半径＞县级市

半径逐步转为市辖区半径＞县级市半径＞县半径

的规律，其中市辖区半径的增速最快，且空间差异

相对较小；2015年时，除市辖区外，县级政区半径普

遍存在着西部＞中部＞东部的现象，即西部地区的

县级政区规模更大；从主要交通经济带沿线来看，

县级政区半径存在着明显的由北向南和由东向西

逐渐增大的趋势。

在政区特征方面，高紧凑度和低紧凑度的县级

政区较少，受山脉和河流走势的影响较明显，其中

高紧凑度政区存在着南方大于北方的现象，大部分

位于地势地平的平原地区，低紧凑度政区则主要分

布在东北、西部地区、沿江沿黄地区和部分省界地

区；多数县级政区偏心度较低，行政中心距几何中

心较近，符合中心地理论的要求，长江沿线的县级

政区偏心度普遍较高，北方县级政区的偏心度要低

于南方地区；北方比南方的县级政区更加不规则，

胡焕庸线两侧的县级政区破碎度存在明显差别，胡

焕庸线以东的破碎度指数明显高于胡焕庸线以西

地区。

政区空间形态的研究是行政区划领域重要的

研究方向，政区形态变动的背后具有深刻的政治经

济动因，进行大规模多时段的政区空间形态研究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行政区划与城市空间

结构优化、行政区划与城市规划、行政区划与地方

政府合作等方面的研究更有现实意义，政区形态的

合理科学对于“多规合一”等政策的推进实施也具

有重要作用，亟待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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